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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对于加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有着重要

的意义。目前，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中还存在着该使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还是应采用“以目的语为取

向”的翻译取向之争。在系统分析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文献和我国权威机构的政治话语英译实践的基础上，指出

了两种翻译取向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均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二元统一：在进行语言表达层面的翻译时，

侧重目的语取向，保证译文的地道性和对外宣传的效果；在进行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的翻译时，则侧重“以我为

准”的取向，从而实现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保证译文的政治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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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发展文化软

实力是加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精心构建对外话语

体系[1]。政治话语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中国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的主要任务。因此，探索适合政治话语的外宣翻

译模式，对于加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

意义。 

伴随着近年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工作的不断推

进，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也日益成为我国译界研究

的热点问题。目前，学者们主要根据政治话语外宣翻

译的实践和经验对相关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翻译技

巧进行了探讨。如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结

合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

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

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并强调译者应

按照国外受众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习惯进行翻   

译[2]。南京大学博士后杨明星通过对比分析邓小平提

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的不同译法，阐述了政治

话语翻译中应遵循“政治等效”的翻译标准[3]，而不

宜盲目借用西方媒体的表达。新华社高级编辑王平兴

从几个政治术语的翻译问题出发，探讨了政治话语外

宣翻译中的政治考量问题，指出政治考量要高于语言

考虑，译者不能为了顺应目的语的表达方式而损失原

词的政治内涵[4]。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鲍川运结合

“中国关键词”的翻译过程指出，政治话语的翻译既

要注重原文的政治准确性，忠实于原文的政治内涵，

又要照顾到受众的语言文化习惯，使用地道的英语表

达，使国外受众易于接受；当语言的地道性与政治的

忠实性相冲突时，选用表达以忠实原文的政治内涵为

主[5]。中央编译局资深翻译贾毓玲通过对《求是》英

文翻译案例的分析，从话语构建和话语翻译两个角度

探讨了提高原文的外宣适应性和译文的连贯可读性的

翻译手段，从而构建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对外政治话

语体系[6]。已有研究成果为我国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

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反映了两种基本的翻译取向：

或采用目的语取向，或采用“以我为准”的取向。但

总的而言，目前的研究理论性探究较少，多是经验性

的总结，且缺乏系统性。为此，本文结合我国权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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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政治话语英译实践，探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

的二元统一模式，认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时，在语言

层面要侧重目的语取向，在文化与政治层面要侧重“以

我为准”取向，两种取向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

实践。这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符合我国外交政策

的现实要求。 

 

二、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的 
二元统一依据 

 

英国翻译家纽马克(Newmark)曾经谈到，翻译方

法的选择取决于文本的类型。他认为，“呼唤型文本”

的功能核心是读者，其目的是要“唤起”读者去“思

考”，去“行动”，强调读者的认同，翻译此类文本

应以目的语为导向，在保证译文与原文信息一致性的

基础上根据目的语的表达特征对原文作出有针对性的

改进，注重译文在目的语群体中的可接受性；“信息型

文本”的功能核心也是读者，重在向读者提供信息，

因此翻译时也应以目的语为取向，方便读者理解并接

受原文的信息；“表达型文本”的功能核心是作者，作

者的个人语言风格和原文独特的韵味构成了翻译的中

心，此类文本的翻译应尽可能使用贴近原文形式的表

达，忠实再现原文的意义和风格，彰显作者独特的语

言风格和异域文化色彩[7]。 

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对我国政治话语外宣

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的政治话语常常是三

种文本功能兼具。许多政治文献，如党政文献、政治

人物的讲话，一般认为属于表达型文本，作者在文本

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作者的个人语言风格、话语目的

和原文独特的韵味构成了文本表达的要素。根据纽马

克的理论，此类文本的翻译应侧重“以我为准”的取

向，使用尽可能贴近原语的表达形式，以彰显原文的

独特风格。此外，政治文献还往往兼有“信息型文本”

和“呼唤型文本”的功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是为了

对外宣传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让

国外受众了解我国的发展现状，了解真实的中国，从

而认同中国的发展理念，由此在国际社会塑造积极的

国家形象。所以，政治话语外宣译文具有显著的信息

功能和呼唤功能。为了保证信息的传播效果，同时政

治话语外宣翻译还应以目的语为取向，让目的语受众

接受译文内容，使用符合目的语语法规范和表达惯例

的语言形式，使译文语言通顺流畅、明白易懂且具可

读性，译文的语言表达符合目的语受众的期待。因此，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坚持以目的语为导向和“以我为

准”的二元统一的翻译取向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 

从我国外交政策的现实情况来看，坚持二元统一

的外宣翻译取向也是必需的。加快实施国际话语权战

略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话语的影

响力与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对外政治话语体系还远未

达到国外受众想了解、愿接受的程度。因此，对外政

治话语体系建设亟待加强。习近平同志曾多次提出，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关键是要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既要注意话语体系的转换，

运用国外受众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宣传当代中国的价

值理念，又要融入中国特色，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的对外话语体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国际社会倾听中国声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一经发行，即好评如潮，成为全世界关注

的畅销书籍。该书的译稿定稿人王明杰在谈及翻译要

求时说到，译文既要忠实原著，译出原文风格，也要

让国外读者看得懂，有可读性。作为该书译者之一的

刘奎娟认为，对于许多中国特色的词汇，中国译者肯

定是把握得最准确的，由他们来译可以保证翻译忠于

原文、符合政策，由外国专家来润色语言，可使译本

易于被国外读者理解和接受。可见，在语言层面侧重

目的语翻译取向，在政治与文化层面侧重“以我为

准”的翻译取向，将二元取向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

译实践是符合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工作现实要求

的。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日

趋完善，让国际社会真正听到中国的声音。 

 

三、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的 
二元统一实现 

 

“以我为准”和以目的语为取向是政治话语外宣

翻译取向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各有侧重，辩证统一，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实现其二元

统一。 

(一) 语言层面的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 

1.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的理据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目的语读者意识一直是

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西方许多著名学者

基于目的语读者意识提出了一些影响很大的翻译理论

和文学理论。最初将读者反应纳入翻译研究的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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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奈达(Nida)。他认为目的语读者是翻译的服务

对象，因此，译文质量的评判标准应该以目的语读者

对译文的反应为主[8]。此后，以姚斯(Jauss)和伊瑟尔

(Iser)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提出的接受美学理

论也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关注读者的审美经验。

该理论认为，作品的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体

现出来[9]。接受美学充分承认读者对作品意义的作用，

给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翻译过程中应对译文

读者审美特征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

审美特征，因此，译者应熟悉译文读者的语言表达方

式和阅读期待，使用译文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进

行表达，否则，译本的价值将很难实现。上世纪 80

年代，英国翻译家纽马克将所有文本按其功能分为三

大类别：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并

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各类文本可采取的翻译方法。他

认为，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均强调目的语读者的

主体地位，应使用符合目的语规范的形式来表达原文

意义[10]。为了使译文容易为目的语读者接受，有时甚

至要对原文进行改写。上述理论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

的文本中心范式，引导译者更多地关注目的语读者。

可见，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是有一定理

论基础的。 

在国内，许多外宣翻译专家从我国政治话语外宣

翻译的现状出发，并结合自身的翻译经验，也提出了

侧重目的语读者取向的必要性。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

主要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对外宣

传我国的发展状况、内外政策和价值理念，以增进国

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同，构建

积极的中国形象，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政治话语

外宣译文的表达是否符合目的语语言规范，对我国政

治话语的对外传播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友义认为，

外宣翻译只有超越了简单的字面对应，使用外国受众

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才能真正传达原文的含义，实

现对外传播目的[11]。贾毓玲通过反思《求是》中一些

重要政治术语的翻译，指出译者应在一定权限内尽量

使用准确地道的外语表达，从而消除外国受众的理解

障碍，提高译文的通透性和域外接受度，增强我国政

治话语的传播效果[12]。要让目的语读者准确理解译文

信息，译者首先应设法化解英汉语言在语法规范、表

达特点等语言层面的差异，以目的语为导向进行翻译，

使译文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二者在语法规范和

表达特点上有显著的差异。在汉英语言差异较大的情

况下，无视差异和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而一味追求

与原文的字面对应只会使译文晦涩难懂，让目的语读

者产生抵触情绪，影响译文的接受度和对外传播效果。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融通中外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的关键[13]。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翻译之所以取得巨大成

功，与译者在语言翻译层面侧重目的语取向不无关系。

可见，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有必要侧重目的语取向，按

照目的语的语法规范和语言表达特征进行转换，超越

中西语言障碍，以实现与国外话语体系的对接，增强

对外传播效果。这既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也是实践经

验的启示。 

2. 语言层面的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 

王平兴主张，对外宣传所用的语言形式必须以目

的语受众为主，也就是说外宣翻译在语言形式上应该

以目的语为取向，这样既可以达成政治话语对外翻译

的目的，又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14]。政治话语外宣

翻译中，译者应充分考虑两种语言的差异，顺应英语

使用惯例，采用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进行翻译。 

受汉语表达的影响，现有的中国政治话语在译为

英语时往往存在不合语法、逻辑缺失、表达累赘、用

词欠妥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妨碍目的语受众对译文信

息的有效编码。因此，在翻译中国政治话语时需顺应

英语语法规则和表达特点，在遵循英语语言惯例的前

提下合理运用多种翻译方法进行翻译，使用目的语受

众熟悉的语言进行表达，以提高译文的地道性和可接

受性。下面笔者将从遵循英语语法规则、简化表达、

区分词义内涵、增加信息注释、拆分长句等五个方面

探讨以目的语为取向的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方法。 

第一，遵循英语语法规则。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应遵循英语语法规则。汉语语

义兼容性强[15]，词语搭配方式灵活，英语语义兼容性

则较弱，搭配有一定的限制。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

译者应遵循英语惯用的搭配方式，保证译文的准确性。

我国政治话语中包含大量的数量结构，如“两个一百

年”“三个代表”“四个全面”等。汉语数量结构槽

的语义兼容能力特别强，无论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

词，都可装进数量结构槽。而英语中数量结构的搭配

限制则比较强，数词后面一般只能跟名词性成分。在

翻译数量结构时，译者应以英语搭配特征为导向，使

用能被英语受众所接受的搭配方式。如 “四个全面”

的翻译，国内一些双语网站直接将其按照原文的字面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4 卷第 6 期 

 

208

 

形式译为“Four Comprehensives”，这在译文读者看

来可能不仅离奇，且不达意，因为英语中并没有类似

的数字化表达。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译者使用英语中常

见的“数词-pronged+名词”结构来表达，将其译为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不仅顺应

了英语数量结构的搭配规则，同时通过在数词后面添

加-pronged 这一英语中常用的表达形式译出了原术语

的内涵，表明四个“全面”是相互依存、内在统一的

有机整体[16]。因此，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译者应

遵循英语的语法规则，使用英语受众熟悉的语言表达

讲好中国故事，使译文容易被英语受众接受，达成对

外宣传目的，主动掌握话语权。 

第二，简化表达。 

英语和汉语的行文风格有较大的差异：英语表达

崇尚简洁精炼，文风质朴，追求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

实用性；汉语则讲究声韵对仗、节奏平衡，为渲染气

氛、强调语气，常使用强调副词和四字结构[17]。我国

政治话语中常用到一些强调副词和四字词语，这种表

达风格与英语迥异。因此，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过程

中，应根据英语表达特点，作适当的删减，简化表达。

例如： 

原文(1)：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译文(1): We will unite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lead them to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in the drive to secure the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原文(1)使用强调副词“奋力”，旨在突出党带领

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坚定决

心。如果将该副词译出，不仅不能强调语气，反而会

弱化表达，显得累赘。因为在英语受众看来，“夺取”

一词已包含“奋力”的语义内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语气强调副词的使用非常普遍，如“大力”“牢

牢”“紧紧”等。在外宣翻译中，这些副词基本都省

略不译，以顺应英语简洁精炼的表达特点，贴近英语

表达风格。 

第三，区分词义内涵。 

由于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英

汉两种语言中有的词语或表达方式尽管字面意义相

近，词义内涵却相去甚远，它们所引发的文化联想也

截然不同。这就要求译者熟悉英语中相关词语的词义

内涵，能够对两种语言中一些字面意义相近的词语进

行区分，选择内涵最贴近汉语政治术语的英语词汇进

行翻译。“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

个政治术语，官方最早提供的译文是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随后，国内外宣机构又相继提出了

两种译法：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和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尽管汉英词典中针对“命

运”一词给出的英语词条的确包括“destiny”，但

“命运共同体”这一术语中“命运”的内涵与

“destiny”并不一样。现代汉语中“命运”有两个主

要的含义：①指天命，如生死、一切遭遇；②比喻发

展变化的趋向。“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持

续发展，其提出旨在树立和谐的人类发展整体观，可

见这里“命运”一词实则比喻美好的未来，带有积极

意义[18]。而英语中“destiny”一词带有一种宗教色彩，

指天命、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带有中性色彩。故此处

以“destiny”来译“命运”似有不妥。而 shared future

通常含有积极、正面的语义内容，在英语母语国家的

正式文件中也经常用到。中共十九大报告的译者采用

的是最后一种译法：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符

合英语母语使用者的表达习惯。 

第四，增加信息注释。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外宣传我国

的政策纲领、政治主张等方面的信息，这就要求译者

应对国外受众可能难以理解的语言内容增加相关的注

释信息，以排除受众在语言理解上的认知障碍，达到

信息传递的目的。黄友义认为，好的外宣翻译应根据

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和信息需求对原文进行加工，适

当地增加注释内容[19]。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许多政治

术语的表达含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如果完全直译，国

外受众可能不易理解。因此，译者们通过增添注释的

方式将必要的背景信息融入译文中，对原文相关表达

进行补充说明，这有助于国外受众的理解。 

如“坚持大扶贫格局”这一政治术语如果完全直

译，国外受众可能不太理解。因此，译者使用分词短

语对“大扶贫”进行了解释说明，将其译为“continue 

to advance poverty reduction drawing on the joint efforts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market”，使国外受众

接收到准确的信息。 

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存在较大的差

异，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形式如果直译很有可能

引起国外受众的误解，难以实现外宣翻译的对外传播



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                        邱大平：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取向的二元统一 

 

209

 

功能。因此，译者应以国外受众的认知背景为导向，

采取灵活的方式增加相关注释信息，以便于受众理解

和接受。 

第五，拆分长句。 

与英语相比，汉语句子的信息容纳能力较强，一

句话可以包含多层意思，长句使用频率较高，有的句

子就是一个段落。在政治文献中，尤其如此。经常一

个句子套着另一个句子，一句话多达数百字。而英语

的句子结构一般比较简单，句子短小精悍，往往是一

句话只包含一层意思，即使表达相对复杂的意思，句

子长度也很有限，一般不超过五十个单词，且英语长

句使用并不常见。因此，为了使政治话语的外宣译文

方便国外受众理解，译者应恰当拆分长句。例如： 

原文(2)：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

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

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

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

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

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译文(2): We will pursue a more proactive, open, 

and effective policy on training competent professionals. 

We should value people with talent, be good at 

identifying talent, have the foresight to employ them, be 

earnest to keep them, and welcome them into our ranks. 

This will better enable us to attract bright people from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Party and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o join us in pursuing the great endeavor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We will encourage and guide 

people with talent to work in remote poor areas, border 

areas with mainly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and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s well as in communities and 

on the frontlines. We will work to foster a positive 

environment in which everyone wants, strives, and is 

able to excel themselves, and can do full justice to their 

talents. With this, we aim to see that in every field the 

creativity of talent is given great expression and their 

ingenuity and expertise flow freely. 

上面的译文将原文的一个长句拆分为六个独立的

句子，由于第三个句子和第六个句子与前面的句子存

在紧密的关联，因而分别使用代词 this 和过渡成分

with this 承上启下。这样，在化长句为短句的同时，

也体现出英语的层次，避免了拆分长句可能导致的连

贯缺失问题。 

中国人对长句的使用习以为常，但英语世界的读

者却觉得难以接受。中央编译局的外国专家 Graham 

Faulkner 曾经提出，“能断则断，不能断也要想方设

法去断”应作为处理汉语长句的一般原则[20]。党的十

九大报告的译者们深刻理解英汉语的这一句法差异，

在翻译时以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句子表达特点为导

向，仔细分析句子层次，化长句为短句，利于英语读

者理解。 

(二) 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翻译，侧重“以我为准”

取向 

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目的是构建有中国特色

的对外话语体系，增强话语权。要实现这一目的，在

外宣翻译的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应该侧重“以我为

准”的取向，将中国的价值观念完整介绍出去，让国

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 

中国政治话语一般具有鲜明的汉语言文化特色，

其中有许多来自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典故，还有很

多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表述。在翻译这类政治话语时采

用“以我为准”的取向有助于保留汉文化意象，同时

有利于对外传播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满足国际受

众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和价值理念的愿望。

因此，译者应将我国政治话语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和政

治内涵原汁原味地介绍给国外受众，而不是改头换面，

套用英语中字面意义相似的表达，或是盲目借用西方

媒体的表达方式，翻译成文化内涵或政治内涵失真的

符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

样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提出了“保护世界

文化的多样性”的原则。该《公约》指出，“保护文

化的多样性”是关系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问题，是各

国人民相互了解尊重、和平共处的基础[21]。可见，在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也

是符合文化多样性原则的。 

1. 侧重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传播中华

文化 

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采取“以我为准”的取向

翻译文化信息是可行的。由于近年来我国外宣力度不

断增强，某些直译成英语的政治术语已为国际受众所

接受。如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再次提出的“两个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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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奋斗目标在对外报道的过程中被直接翻译为

“Two Centenary Goals”，《经济学人》《今日美国》

等国外主流媒体也沿用了这一译法，可见，“两个一

百年”的概念已为许多境外受众所理解。事实上，《新

闻周刊》《纽约时报》《时代》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

报道中对中国特色词句均采取由汉语直译的翻译方

法，这样做并不会增加国外受众理解上的困难[22]。这

也表明了在对外翻译政治话语时采取“以我为准”的

取向是可行的。因此，译者应在保证语言地道性的基

础上遵循“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传递政治话语中

包含的汉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坚持必要

的文化自信，并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宣传介绍

中国政治话语，使中国政治话语得到广泛的接受。 

使用中国历代名言及成语典故是我国政治话语的

独特语言风格。这些成语典故和名言名句生动形象、

内涵丰富，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使用不仅

有利于说话者意图的形象表达，而且保留了汉语文化

意象。中国领导人讲话中一贯有援引历代名言名句的

传统，这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语言风格和个人

魅力。在翻译这些名言名句时可大胆地运用中国英语，

在忠实于汉语意义的基础上保持形式上的对应，展示

领导同志独特的文风和魅力，增强话语感召力。2013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首次会见中外记者，一句“喊破

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传递出其锐意改革的决心。当时

的现场翻译版本为：Talking the talk is not as good as 

walking the walk.尽管这个习语能够表达原句的基本

意思，并且这种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更容易为

国外读者所理解，但如此转换为英语后，汉语原句中

的中国文化元素已消失殆尽。实际上，就在国内翻译

工作者千方百计地探寻在语言上、文化上更接近英美

国家受众接受的表达的同时，外媒却更乐于原汁原味

地展现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如英国《经济

学家》杂志在处理李克强总理用到的“喊破嗓子不如

甩开膀子”这句名言时，并没有使用英语中常用的习

语，而是直接将其译为：“Screaming yourself hoarse” 

was not as good as “rolling up your sleeves and getting 

to work”. 这种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法不仅译出了原句

的意义，同时又保留了原句独特的表达形式，在英语

表达中融入了中国元素，丰富了英语表达，有助于中

国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黄友义认为，向世界传播中

国文化，展示汉语言文化魅力是现阶段对外翻译的一

项重要任务[21]。当今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产生了日益重

要的影响，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和发展思路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中国古代的名言诗句蕴含着丰富的哲理

和文化特色，具有独特的影响。在翻译这些名言诗句

的时候不可仅仅满足于意义上的忠实，还要尽量做到

在形式上与原句保持一致，充分尊重国际受众了解中

国语言文化的愿望，恰当运用中国英语进行翻译，展

示中国领导人的语言魅力，呈现中国元素，使中国文

化逐步走向世界。 

2. 侧重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凸显政治

意识 

政治性是政治话语的重要属性。政治话语的翻译

不仅要求语言准确，更注重政治准确性。政治准确性

要求译者必须注意把握用词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分寸。

译者在翻译政治话语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

性，坚持中方的政治立场，坚决抵制外媒在言语上的

政治攻击。在外宣翻译中坚持用本国文字及称谓来指

代本国事物，不仅有助于宣传本国语言文化，提升文

化软实力，同时也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扩大政治影响，

维护国家利益。在对外交往中，经常会涉及一些有关

领土、主权等政治性较强的内容，翻译过程中译者必

须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保持高度的政治敏

感性，准确传达其政治含义。比如，在对外宣传“南

沙群岛”时，就不宜将其翻译成西方人所称的“the 

Spratly Islands”或“the Spratlys”，而应该采用汉语

拼音翻译成“Nansha Islands”，以表明我国的国家主

权利益。实际上，利用本国文字及惯用称谓来表达本

国事物和主权的做法已成为国际惯例。因此，在我国

政治话语英译过程中，译者应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凸显一定的政治意识，坚持用中方称谓来表达政治  

诉求。 

盲目借用英语现成表达是目前我国政治话语英译

中的一大问题。西方媒体话语往往打上了自身意识形

态的烙印，是为其左右国际舆论、掌握话语权服务的。

而国内很多英文媒体尚缺乏文化自觉意识，为了迎合

所谓的国际话语规则，直接套用西方媒体所用的表达，

而不探究其使用根源，这样，不利于我国的话语权建

设。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首次提出构建“不

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

关系”。这种大国关系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要

特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理念、

新主张，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同

利益。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将“新型大国关系”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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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23]。一些国

内英文媒体也纷纷仿效此译法，殊不知“power”一词

与习主席所强调的“大国”并非一回事，“power”是

指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控制他国权力的国家，其标准是

强权政治、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24]，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强权政治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将此术语中的“大

国”翻译为“power”是别有用心的，不利于国际受众

准确地理解我国的外交立场。 

作为对外介绍我国政策纲领的官方网站——外交

部英文网站，基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中美新型大国

关 系 ” 译 为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以“major 

country”译“大国”，符合新型“大国”外交理念和

和平共处、合作双赢等独特的价值观，有别于西方国

家追逐权力的“大国观”。 

现阶段，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掌握着国际

话语权，它们的对华报道中存在着很多歪曲事实的成

分，国际社会对中国仍然充满着诸多不解。在这种背

景下，国内翻译工作者如盲目地借用外媒所用的表达，

就会导致国外受众难以听懂中国声音。因此，为了让

国外受众了解真实的中国，获得“原汁原味”的中国

关键信息，在翻译政治话语中一些体现政治内涵的词

句时，应该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取向，并加强对

外宣传，使国际受众准确理解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政

治话语。 

 

四、小结 

 

“融通中外”是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关键。习近

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加强文化软实力

的系列讲话中，特别强调融通中外的重要性。融通中

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国际社会准确理解原文所

传递的信息，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追求，内

容上不能有偏差。因此，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坚持目

的语取向和“以我为准”取向的二元统一是构建融通

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提高我国对外话语的可接受性、

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必然要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江时学所指出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本质就

是中国如何对外“发声”，既要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

积极地对外宣传中国成就，传播中国理念和中国文化，

又要注重与国外话语体系的对接，最大程度地弥合中

国特色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25]。由于

中国政治话语反映了党和政府的治国理政理念，因此

其翻译既要坚持目的语取向，顺应英语语言规范和表

达特点，与国外话语体系对接，又要采用“以我为准”

的取向，忠实地传递政治话语的文化信息和政治内涵，

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就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而言，译

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用这

两种翻译取向，将其统一于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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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developing ou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there remains a dispute over adopting Chinese-oriented or target language-oriented strategi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translation. By analyzing systematically the important research data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some political discourses provided by Chinese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s, the present essay points out that both of the 

two translation orientations have huge potentials in improving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that they can co-exist in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target language-oriented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when trying to make the English version smooth and natural, thus ensuring i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while Chinese-oriented strategies should be applied when translating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provide a politically soun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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